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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及海军
右翼团体的行动逻辑

陈 秀 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24)

摘 要:从消极层面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为后世留下了什么,似乎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右翼团体的诞

生。日本右翼自诞生那天起就站在现政府的对立面,在其思想源流上,“崇敬天皇”是核心。玄洋社开其端,水

交社、王师会等衍其绪。在行动方式上,恐怖暗杀、武装政变等成为各右翼团体普遍认可的行动逻辑。20世

纪2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摄政王裕仁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在皇宫气象台建造了“大学寮”,任用大

川周明等右翼分子对青年将校进行思想教化。其结果,有皇族撑腰的右翼团体在“国家改造”的路途上越走越

远,使国家急剧右转,并将日本推向法西斯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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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右翼是议会中议长的左膀右臂。当时把位置居于议长左侧的议员称

为左翼。这些左翼者在言论主张上带有急进主义色彩,提倡社会主义,并将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

标,因而这些内容顺理成章地就成为左翼概念所具有的内涵了。换言之,早期的左翼与左翼概念的

内涵之间的对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之相对,位置居于议长右侧的议员就被称为右翼,他们是议

会中的保守派,并以宣扬国粹主义为己任,奉行法西斯主义。因而,右翼的概念就与保守、国粹、法
西斯等发生了连接。左翼、右翼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以议长为中心的议会之中。这是原

生态的左翼、右翼概念应该具有的本质含义。
然而,这些概念在其流播与泛化宣传的过程中,被赋予了诸多歧义性解释。在日本近代史上,

中江兆民以宣传法国卢梭的民权思想而被称为“东洋的卢梭”,而玄洋社的实际领袖头山满起初也

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与参与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头山满更强调“外交独立”的重要性,行动上

倾向于恐怖主义,以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被玄洋社成员炸断右腿为代表。在中江兆民死

后,原为挚友的二人因思想主张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分别被贴上左翼与右翼的标签后,右翼在日本

才有了明确所指[1]106,并以个人的思想主张为判断的基准。
此后,在近代日本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民权与国权的博弈,也体现了左翼、右翼之争的事实。然

而待及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的神格被确定下来后,强势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与以西方式民

主为参照系的民主思想所形成的对立,使得左翼、右翼染上了日本特色。可以认为,围绕对天皇的

地位、价值以及存在意义等的不同意见,似乎成了左翼、右翼的分水岭。那么,所谓日本式的右翼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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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如果能够找出日本右翼共性的话,那么其共性何在? 如果右翼是有共

性的,为什么众多右翼团体的具体主张会有不同?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论拟以战前日本右翼

思想及其团体为中心,从思想与行为互动的视角,探究日本右翼思想之“源”与“流”及海军右翼团体

的行动逻辑。

一、日本右翼思想之“源”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虽有学者将日本右翼的发端前推至“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

社”以及“向阳社”时期[2]143,但是从具有明确纲领之际算起,将玄洋社的同仁视为日本右翼的发端

并无障碍,将其思想视为右翼思想之源也存有合理性,在其思想指导下的行动也具有了一定的内在

逻辑。可以说,玄洋社成员的思想及行动已成为此后右翼团体思想及行动逻辑的规范化存在。
从中江兆民和头山满的交友关系以及二者思想产生共鸣的角度观之,日本左翼、右翼的源头都

可以从所谓的西方民主身上找到踪影。准确地说,是西方民主思想在日本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西

方民主在近代日本何以得到嫁接并发展为日本左翼、右翼思想源流的,似乎逆向解读玄洋社的“宪
则三章”才能找到真正的源头。“宪则三章”告诉我们玄洋社成立的宗旨有三点,即“敬戴皇室”“爱
重本国”和“固守人民的权利”[3]225。这也是大多数研究日本右翼思想的专家学者不断援引的三点

核心内容[4]8。然而,其措辞的简约明了反倒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日本右翼思想之源时,留下了持久

的难题。解开这一难题的钥匙应该在分别追问“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和“固守人民的权利”等思想

根源的过程中。从逻辑角度思考,皇室是精神支柱,国家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场域,而人民的权利则是

西方价值观视域下的日本再现。混搭式的宪则三章可以引起人们想象的是它与君主立宪的法律规定

具有一定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民主为日本右翼提供的思想之源已初现端倪。
(一)“民权”思想是其“源”之一

玄洋社多数成员来自原“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和“开垦社”,于1881年由“向阳社”改名而

来。截至玄洋社的出现,以1874年“民选建议书”为发端的自由民权运动已近于尾声。该组织的酝

酿与早期活动阶段,也正处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开展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省堂版的《战
后史大事典》直接将日本右翼规定为民权运动的“孪生兄弟”了。因为,二者的共同目标是抵抗明治

藩阀政府。那究竟日本右翼思想是如何与民权思想纠葛在一起的,我们似可从玄洋社鼻祖头山满

的个人经历略知一二:
头山满1855年出生于福冈藩,1871年入高场塾学习,1875年加盟矫志社。1876年借西南各

藩叛乱之机,以“一扫君侧之奸、刷新国政”为目标,密谋暗杀大久保利通,结果事发被捕入狱,直至

西南战争结束后才得以释放。1877年发起向浜塾,1878年访问土佐的板垣退助以求崛起而未果。

1879年关闭向浜塾,成立向阳社,并组织筑前共爱同众以发起“开设国会”请愿,并于年底访问西乡

隆盛旧宅。1880年将其组织的共爱同众会改称“爱国社国会期成同盟会”后,移居东京。1881年将

向阳社改名为玄洋社[5]1-26。
三十岁之前的头山满人生经历是对“乱世出枭雄”的最好诠释。他从16岁时开始,便不断地参

加或组建政治结社,在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代表的下野派势力中寻求共鸣。1875年3月,在九

州自由主义者成立九州改进党之际,头山满、箱田六辅与武富阳春等人参与了组建活动[6]52。他的

个人魅力在于:他保留着侠士的做事风格,在青年时期劫富济贫,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他的惊人

说服力,可以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福冈藩内士族精神的一度衰落,促使头山满走上了纠集志同道

合者以现任的藩阀政府为目标、配合各地士族叛乱、密谋暗杀大久保利通的道路。结果事发被捕入

狱,待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自杀后,才得以释放。然而在这次监狱体验后,头山满的能量被成倍地

激发出来。尤其在听到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的消息后,他奋然前往土佐滞留数月之久,规劝板垣退

助继承西乡隆盛的遗志与政府抗争。也正是在土佐藩逗留的日子里,头山满接触到了法国卢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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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论”,将推翻藩阀政府改善国家的理念植根于内心深处。他有感于当时各藩的“叛乱”,沿着西

乡隆盛、前原一诚和江藤新平等人的道路前行,以推翻藩阀政府为政治运动的终极目标。因而,他
举起的大旗是“自由民权”,将自己打造成明治初年的民权主义者。

与之相对,1881年由参议院议员安场保和与太政官大书记官井上毅在熊本组建的紫溟会,与
东京的官宪势力相呼应,高举国权大旗,在九州岛上与玄洋社形成了犄角之势。紫溟会所打出的

“以皇室为根基的立宪政体及扩张国权、以教育与人伦为主的社会开明以及开拓厚生之道保全国家

独立图谋国家富强”等口号[7]49,反而证明了玄洋社成立之初是在接受自由民权思想而采取行动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玄洋社的政纲中,将“固守人民的权利”列为主要内容的原因了。

(二)“武士道”是其“源”之二

然而,以幕藩体制为结构特征的德川时代的政治构造,虽然在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政策下坍塌

了,但是各藩内部武士阶层固有的主君从属意识,并非一日可消失殆尽。作为历史连续性,各藩士

或是对原有观念存有温情,或是在新陈代谢的新政治构造建设中消耗自身的能量。为了迎合时代

风潮,也为了与土佐藩的自由主义风气步调一致,福冈藩的藩士成为九州岛上政治结社玄洋社中最

活跃最能动的力量。不言而喻,这个政治结社,在风格上基本保留了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遗风,并
在武士遗风中保有旺盛的战斗力。那么除此之外,何以见得玄洋社的思想源流中存有武士道的因

子,似可从明治初年的“外征党”与“内治党”围绕“征韩论”斗法,西乡隆盛一派败北后发起战争,而
玄洋社的主力成员则对其感怀至深并产生共鸣的史实中,找到蛛丝马迹。

众所周知,围绕是否派遣西乡隆盛为遣韩大使是将明治初年“征韩论”推向高潮的史实。关于

此事的阁议争执,从1873年10月14日持续至10月24日,即正是在岩仓使节团归国一个月以后

的事。双方代表:以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为代表的征韩派;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

表的“内治党”。在这一过程中以三条实美为中心,在其左右形成了对峙的两派势力。10月17日,
大久保利通曾提出过辞呈,征韩派一度占据优势。然而,10月18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劳累成疾

不理人事,遂使得“遣韩大使之议”未得天皇“敕裁”而受挫。“内治党”趁机扭转乾坤逐渐占据上风,
尤其在岩仓具视取代三条实美出任太政大臣后,严厉拒绝了西乡隆盛的“遣韩大使”之议,并在23
日以政令书的形式对其加以否定。至此,“外征党”彻底失势,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和板

垣退助等人于10月24日辞职归乡[3]55-59。
下野的“外征党”在进行意志表达之际,分化为以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为首的民权派和以

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为首的士族派[8]32。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反对现行政府,不同之处在于民权派试

图通过内政改革建设“民主国家”,而士族派则在日本与近邻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因不得志而在藩内

发起了士族叛乱。可以说,其叛乱与“征韩论”在表达对外意识上具有连带性。其中的江藤新平既

是“民选议院建议书”的签署者,又是叛乱的发起人。这说明民权派与士族派并非对立的双方,而是

彼此具有融通与感怀之处。这也是玄洋社头山满的思维逻辑。他与两派下野人士都交往过密,并
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与所归属的政治结社社员们曾响应前原一诚在山口县的萩之乱,事发被捕入

狱,但在外的社员们仍沿着头山满的道路前行。当西乡隆盛在鹿儿岛起兵之际,作为玄洋社前身的

强忍社在越智彦四郎和武部小四郎的领导下配合起义,结果失败,越智彦四郎和武部小四郎被斩

杀。此时,出狱的头山满表达了继承越智、武部的遗志,拉拢有为青年成立强大的团体,欲将武士遗

风贯彻到底的决心。同期,头山满对于西乡隆盛所抱有的崇敬之情亦是如此。前文已提及,1878
年得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头山满曾赴高知县规劝板垣退助继承西乡的遗志。

这里的“西乡遗志”究竟是什么? 从胜海舟对西乡的一段酷评与西乡隆盛的狱中诗句,可以找

到答案:“西乡的崇高伟大在于其至诚至情的大慈悲。为萨摩海滩的月明,将死交付给佛徒(月照);
为与朝鲜交涉奉献一生;将肉体凡身交付乡党之三千子弟,从容消失为城山之露,此皆大慈悲之显

露。”[9]177-178作为日本“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曾在监狱中留下了“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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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勤王诗句。这里的“与朝鲜交涉”“护皇城”的志向,表达了“皇国”与“朝鲜”的对立意识。这一

切给头山满以极大鼓舞,成为“爱重本国”的思想根源。
(三)建国神话是其“源”之三

当我们将“爱重本国”与“敬戴皇室”关联起来加以考虑的时候,便可发现皇室的重要性在幕末

维新期已得到认可。权且可以作为例证的事件是,因“条约敕许”而引发的安政大狱及其后对大老

井伊直弼进行暗杀的“樱田门之变”。换句话说,在幕末维新动荡的历史时期,谁更有资格代表国家

行使外交主导权,抑或如何才能获得行使外交主导权的合理依据,已经成为各派争斗的核心之一。
经过王政复古政变,天皇被顺理成章地抬出,重拾往日的皇威与荣光。这也不难看出,“爱重本国”
的深层含义已经与“敬戴皇室”的忠君思想紧密地连接起来了。

早在幕末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尊皇攘夷”,成为草莽志士解决内忧外患的指导思想。其领

导人吉田松阴所抱有的虔敬天皇的思想,鼓舞了幕末一代人。他虽然死于安政大狱,但其精神却得

到了“七生”。在追溯吉田松阴的思想渊源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他是一个阳明学家。在年代上距

离吉田松阴最近的阳明学的信奉者是大盐平八郎,他在1837年揭竿而起率领底层民众起义时,打
出了“中兴神武天皇之道”的口号,他的《洗心洞札记》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其中,西乡隆盛也是大盐

平八郎的崇拜者,他曾经多次熟读《洗心洞札记》,从中汲取到行动的内驱力。头山满崇拜西乡隆盛

的同时,在爱屋及乌的情怀驱使下,对大盐平八郎也崇拜有加。而且,头山满在访问西乡隆盛的家

乡时,曾将西乡隆盛爱读的《洗心洞札记》(带有红色标记)借走。这样,从少年时代头山满曾饱读汉

文典籍(诸如《三国志》《水浒传》《汉楚军谈》),到对楠木正成父子“忠节”的敬仰、和对丰臣秀吉统一

国家伟业的感触至深,从而养成了“杀身成仁”的“精神气概”[5]11,再到爱读《洗心洞札记》,找到了思

想与行动结合的依据。
头山满的人生历程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来源是多元化的。他为玄洋社制定的行动纲领(宪则三

条),是以“天皇”为内核,以“爱国”与追求“民权”为特征的。

二、右翼思想之“流”

多元化的日本右翼思想之“源”,伴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迁,其“流”亦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

化。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明确指出,以玄洋社的思想为本源,其他各右翼团体的指导思

想虽各有差异,但又都体现出对“宪则三条”的继承。
(一)“大亚洲主义”是其“流”之一

从原生态角度分析,日本右翼的亚洲主义思想也始于头山满,建国神话中的神格天皇是赋予其

亚洲主义思想以合理解释的依据。他曾积极提倡以“尊皇论”与“攘夷论”为两根支柱的“兴亚思

想”,终极目标在于“将皇道布达于世界”[10]2。
在传统华夷秩序逐渐解体,而东亚新国际秩序尚未建立之际,对东亚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扩张的

“大亚洲主义”思想,找到了滋生的土壤。起初,在并未可以称为大亚洲主义的亚洲主义思想充当概

念工具构筑东亚新秩序时,从原有华夷秩序框架下游离出来的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

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契机,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野心,促使日本走上

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同时,日本将亚洲主义思想纳入国际协调体系下进行实践[11]4。20世纪

30年代,在急剧膨胀的扩张欲望的驱使下,日本退出国联逃避国际法的制裁,在东亚及太平洋挑起

战事等侵略活动,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本质。这一国内形势的逆转与头山满由

民权论者向国权论者的转换、将目光转移至国际事务上有着密切关联。
何以见得头山满是将“亚洲主义”思想引到干预他国事务上来的始作俑者? 甲午战争前后,头

山满及其玄洋社成员的诸多举动,似可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1892年2月,头山满接受时任内相

的品川弥二郎的委托,为打压民党势力曾经率领200多名旧武士造成多起流血事件。这标志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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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满从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发生了向国权主义者的转变,并开启了右翼分子与政界的勾结。与此

同时,他发表了远离国内政治的声明,把目光转向关注“大陆问题”上来,代表性的事件是庇护朝鲜

开化党金玉均。在金遭遇暗杀后,头山满愤而成立右翼组织“天佑侠”,网罗大批“大陆浪人”和原玄

洋社成员,于1894年6月在朝鲜的釜山登陆,与朝鲜的农民起义组织东学党接触,并不断在中日之

间围绕朝鲜问题制造事端。因天佑侠有军人和间谍的参与,私下又秘密配合军部的扩张行动,因此

在甲午战争时期,它实际起到了“帝国主义先锋”的作用[12]38。
另外,还能证明头山满所提倡的“亚洲主义”后来发展为等同于对外侵略代名词的事件是,玄洋

社右翼团体在东北亚地域(朝鲜半岛、“满蒙”、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阿穆尔河流域)的谍报活动。
这种活动,后来为逐渐蔓延出的许许多多同类右翼集团所继承下来,例如1901年成立的黑龙会等。
“亚洲主义”思想与对外侵略完成对接后,截至日本二战战败前,作为它的“流”,在不同时期以不断

变身的形式表现出来,诸如北一辉的“亚细亚联盟论”、大川周明的“大东亚秩序建设论”、石原莞尔

的“东亚联盟论”以及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等[4]17-36。
(二)强化对内“维新”是其“流”之二

前文已述,在日本右翼发展史上,日本右翼思想来自明治初年的“自由民权”。然而,后来发生

的由主张民权转换为伸张国权,似乎又告诉人们民权与国权的较量是相对的,或是伸张民权总是在

国权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总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日本右翼总是某种团体的对立物,这或许

是近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必须”。抑或可以说,日本社会总是在两种不同政见势力的博弈下向前发

展的,在外交、内政上以不同的面貌而出现,最终都打着“为了国家”的口号。可以认为,这也是玄洋

社及其卵翼出的众多团体的共同口号。
玄洋社与其卵翼出的众多右翼团体之间的细部关联,主要在由重视对外主张向对内对外兼顾

的思想发展上。根据这种关联与变化,有学者将玄洋社与黑龙会所代表的右翼团体称为“传统右

翼”,而将在大正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形势下成立的以“犹存社”所代表的右翼团体称为“革
新右翼”[13]74。两个系统所不同的是,玄洋社与旧武士集团和下野的参议等密切相关,与现行政府

的“内治”政策对立;而犹存社所代表的“革新右翼”则成为统治阶级构筑天皇专制政权时拉拢和利

用的工具,并有意识地向军人阶层渗透。在内政上,“维新”成了他们惯用的主张。
在犹存社出现之前,1910年由日本政府出面组织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是将“对外扩张”和“对

内进行控制”结合起来的右翼团体的“典范”。从其构成来看,它是一个地方军人团体的联合组织。
这一组织继承了玄洋社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外,还承担起在国内镇压反战运动的大旗[14]180。这一

两手政策,此后成为法西斯右翼团体的指导思想。尤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

变化,带来右翼团体的多元化诞生,这成为我们对右翼存在的真实命意究竟为何进行判断的难题。
我理解,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超越玄洋社系、犹存社系与经纶学盟系的右翼分类、是
否能够超越“纯正右翼”“仁侠右翼”“言论右翼”以及“行动右翼”等称谓[12]50,而找到它们所存的共性。

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团体受到刺激,
成为打压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这是它们存在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作为其理论,北一辉的《日本改

造法案大纲》,一时间成为右翼团体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在不断追问如何改造国家、将国家改向

何方等命题时,“改造法案”给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光标”。“其一是以政变的形式破坏旧统治机

构;其二是建设新统治机构与实施‘国家改造政策’;其三是制定大规模侵略战争计划、以凶暴手段

建设自亚洲至太平洋的一大帝国。”[12]92在这里,对内的残酷镇压与对外的结合,是对头山满式右翼

逻辑的继承与超越;“亚洲”的地理空间与“太平洋”的海域空间,都成为日本右翼“国家改造”的目标

指向。尽管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北一辉作为法西斯鼻祖被杀,但此后的日本国家走向已经

按照北一辉所设计的路线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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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谁都不会忘记,在“昭和维新”的口号下,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①推动日本

国家发生右转的事实。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的活动与陆海军的结合程度,已超乎人们的

想象,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主要力量。这也为破解战前日本曾经拥有一段“美好的”政党政治而为

什么最终走向战争泥潭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

翼,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为了国家”,是“维新”,是“国家改造”。试图将这些口号归并统一以唤起民

众“觉醒”的努力,表露于由日本青年党、日本生产党、国体拥护联合会、国民协会、爱国劳动农民同

志会、新日本国民同盟、纯正维新共同青年队、纯正日本主义青年运动全国协议会等右翼团体,在

1937年4月发表的日本右翼团体联合宣言《告全国同胞书》中。该宣言由七条内容构成,其核心是

宣扬“绝对的大义(日本主义)”“举国一致”“发起以维新思想为基础之日本主义运动”及“以皇国为

中心”等[15]965-66。本质上,这些右翼团体是在配合林铣十郎内阁②的施政纲领。我理解,林内阁时期

的政纲及右翼团体的配合动作,实为继任的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奠定了基础。日本挑起全

面侵华战争以后,政党凭借自己的“院外团”发起事端,以引导国家的走向。典型的事件是,1938年

2月17日,“防共护国团”打着“革新”的口号占据政民两党本部的事件,一时间被称为“民间的二二

六事件”[16]21。从近卫内阁直到东条英机执政,日本国家右转的工作基本完成,并以“大政翼赞会”
的统一而完成了战争体制。上述打着“维新”大旗进行活动的右翼团体,已经言说了日本国家右转

的某种原因。
(三)“皇国观念”是其“流”之三

然而,“维新”究竟是为谁而做,应该在何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等,所涉及的是战前日本右翼团

体的精神根柢问题。就像日本的建国神话为右翼提供了思想之“源”那样,“皇国观念”则成为右翼

团体的思想之“流”。
为了与民主主义、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相抗衡,秉持“大正维新”与“昭和维新”的右翼团体,

在书写与制定行动计划时,不断将“皇国观念”内化为驱动力。其中,有的团体以“愚忠愚孝”式活用

天皇;还有的团体标榜“尊崇天皇”而将天皇当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一

种,都将“天皇”推到了前台。
根据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③于1935年10月针对国家主义团体展开调查的结果,截至当年

日本的同类右翼团体已经达600至700个。该类团体标榜“国粹主义”“皇道主义”“日本国家主义”
和“农本主义”[17]。从其纲领可以得知,“皇国观念”成为一切主张的核心。能够集中表达这种观念

的,无疑就是各团体的纲领了。其中尤以关东国粹会本部、国本社及神武会为最。
关东国粹会本部于1920年11月1日在东京成立,其纲领有三点:“第一,本会将专心皇室中心

主义并团结起来,积蓄力量慎重行事,为拥戴国体发扬其精华,抓住时机倾注全力;第二,本会超越

政党政派,站在严正批判立场,以图铲除一切动摇我国体基础、危害道德渊源的事宜;第三,本会审

时度势援护诚实的公论正义,为使其健全发达贡献力量。”[17]2

国本社1925年5月成立于东京,平沼骐一郎担任会长,斋藤实、大角岑生、荒木贞夫等人担任

顾问,以“加固国本,张扬国体之精华”为目的[17]1。
神武会1932年2月11日于东京成立,以大川周明为会长,成立主旨是“宣扬神武建国精神,向

皇室宣誓效忠,护持神圣之国体无穷,将天业恢弘于四海。为坚固觉悟,首先宜以指导与解放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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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31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等。

1937年2月,在石原莞尔等人的策动下,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就任第33届内阁总理大臣。他反感政党,主张成立军部内阁。

他的施政纲领为“敬神尊皇与祭政一致、发展独特的立宪政治、举国一致的对外政策、充实国防军备、综合发展事业”等。但因与政党对

立激烈,仅仅四个月就辞职。

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1925年11月16日得到文部大臣的批准而成立,是日本最早开展社会运动的专门机构、以普及振兴

社会教育及生涯学习为目的。后来改名为“公益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2015年迎来了成立90周年纪念日。



人种为己任,继而向世界之道义的统一勇往迈进”[17]3。
纵观日本右翼思想演进史,我认为,日本的“建国神话”在构筑右翼思想之“源”与“流”上,发挥

了无以复加的作用。

三、海军右翼团体的行动逻辑

思想指导与行动逻辑是浑然天成的一体化存在。为了某种思想变成现实,在实践中分析目标

实现的可能性、通过种种手段将可能性变为现实,乃至于最终取得相应的成果,这就构成了行动逻

辑的序列。从近代思想发展史角度观之,日本右翼思想及其右翼团体行动逻辑的彻底展开,完成了

日本国家向法西斯集权的转型。由于学界对日本陆军右翼团体探讨的著述较为丰富,故本论在阐

释上采取了偏重海军右翼团体的撰写方式。希望这样的阐释,不会引起读者的疑虑。
在玄洋社正式成立的5年前,日本海军的外围团体水交社成立了。其地位与海军的地位相仿

佛,处在陆军压制下求生存的状态。在昭和日本的“疯狂年代”,新诞生的海军右翼组织(王师会)与
陆军右翼组织(一夕会)在引导国家走向上既有抗争又有联合。当民间右翼团体不断影响海陆军士

官将校后,两者联手发动的恐怖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
(一)右翼团体的普遍行动逻辑

当找寻玄洋社与后来出现的右翼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

是:其一反对现行官制;其二主张对外扩张;其三与皇室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不仅反映在玄洋

社的头山满曾经与“帝师”杉浦重刚勾结以反对山县有朋等干预裕仁亲王的选妃事件上①,还反映

在东宫太子裕仁亲王出游欧洲抵达后,东久迩宫与其关系亲密的驻欧武官们前去拜见的事件

上[18]21。尤其是,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召开秘密会议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
冈村宁次以及东条英机等,都与皇室成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受到德国纳粹势力的影

响[19]198,也感同身受地了解到意大利法西斯势力(1922年10月27日,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逐渐

走上政坛的过程。对德意两国法西斯势力的理解,助长了日本右翼团体对原有行动逻辑的伸张。
耐人寻味的是,原本是属于政争的事件,却依靠带有旧武士风格的右翼团体的头目来加以解决

了。这与历史上武士集团介入政治争斗的保元之乱、平治之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这一

“宫中某重大事件”平息后,1924年头山满还参加了皇太子的成婚宴会。为什么位高权重的山县有

朋会惧怕头山满? 为什么“无冠无位”之身的头山满能够得到如此礼遇受邀皇太子的成婚庆典? 答

案之一似可归结为因头山满的右翼团体以恐怖暗杀为行动逻辑;答案之二为皇太子裕仁对武士精

神的向往与憧憬②。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昭和年间的“国家改造”团体的系列政变与恐怖事件

了[20]186,这也是理解昭和年代“下克上”风潮涌现的关键所在。
东宫太子游历欧洲之际,围绕在他身边的巡官及驻在各国的武官们,及时将欧洲的战术、武器

先进之处等灌输给裕仁,并受到裕仁的赏识。经过巴登巴登会议,一个密谋推翻元老长州藩、由少

壮军人取代进行陆军改革的集团形成了。以山县有朋系的田中义一内阁的倒台为标志,“下克上”
收到了效果。笔者以为,可以类比为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派阀混战,各右翼团体争相活跃引导国家走

向的时代来临了,日本历史进入了真正的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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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皇太子裕仁选妃问题的背后,是长州藩与萨摩藩之争。内定的太子妃是东久迩宫亲王的女儿良子,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岛津

家的后代。这被山县有朋认定为长州藩的潜在威胁对象,因而提出了良子具有色盲等莫须有疾病。时任东宫太子裕仁之师的杉浦重刚

则暗地勾结了头山满,头山满将事态扩大化、从而逼迫山县有朋屈服。这一事件以1921年2月10日由政府发布“内定没有任何变更”的

声明结束。

裕仁年幼时因体弱多病曾寄养在萨摩的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家,后在乃木希典担任院长的学习院学习,备受乃木的呵护,裕仁

喜欢吟唱《楠木正成之歌》。就在那时,裕仁培养了浓厚的武士精神。



(二)水交社的行动逻辑

从军事角度看,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海军与陆军的抗争史。由于海军的地位,海军的外围团体

是以陆军外围团体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其成员的行动逻辑与玄洋社等团体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水

交社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在。
水交社是海军的外围团体,1876年3月21日在东京芝山内真乘院(芝公园第18号)举行成立

仪式,其名称取自《庄子·山木》和《礼记·表记》的“君子之交淡若水”的诗句。该组织以旧海军士

官、海军高级文官以及海军士官候补为会员,以对海军相关研究与促进会员间和睦为目的,设在东

京及各镇守府及要港,其性质是社交与帮扶机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水交社的行动

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第一,在西南战争时期,水交社成为秘密会议的地点。

1877年1月3日改名为“水交会”,将地点迁至京桥区三丁目高岛宅的木造二层建筑。这里交

通便利,因取消了只限于海军关系才能入会的身份限制,使得入会成员复杂化。西南战争发生期

间,水交会成为各种秘密会议召开地。但因坊间有非海军相关人士得寸进尺及弱化海军俱乐部性

质的传闻,遂于1878年将办公室地点迁至芝公园天光院,并于同年11月15日恢复原名水交社,在
规则上回到以海军所属及其家族为主的轨道上来。1880年2月10日,水交社“蒙主上隆恩”受赐2
000日元[21]276,此后因活动日益频繁深感活动场所已赶不上所需,故于1882年7月16日将社址搬

迁至袋谷学寮(芝公园13号)。
第二,在欧化风潮的盛行期,水交社成为附庸风雅的舞会场所。
这次社址搬迁后,适逢日本进入“鹿鸣馆外交”时代。水交社的领导们积极筹划在芝公园5号

馆地新建主楼,并在1885年6月迁移至此。海军大主计贺茂水穗为干事兼馆主,处理水交社的一

应事务。与时代的风潮相呼应,水交社也迎来了“舞会”时代[21]278。1885年12月22日取代太政官

制实行内阁制后,因鹿鸣馆的传闻,水交社亦受到影响,多数社员离职导致机构难以维持。
第三,在国权主义的盛行期,水交社在皇族势力的庇护下,创办杂志为皇室效忠。

1890年6月12日,水交社的副社长、议员、干事以及副干事等商议修改水交社规则,决定在赤

坂葵町二番地开设事务所,废《水交杂志》发行《水交社记事》。据此,6月18日,本山渐干事与泽鉴

之丞副干事从元水交社馆主贺茂水穗接下了水交社的全部文书以及三名事务员,借用了赤坂葵町

二番地海军参谋部的1室,开始了事务所的工作。后来经苦心经营,向宫内省提出申请,1890年12
月水交社再次搬迁至宫内省下赐的“筑地御料地”[21]281。

第四,在对外扩张上,水交社则成为战争的鼓吹者。
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中,水交社将9月17日确定为“大捷纪念日”。1895年举行第一次纪

念大会的时候有158名海军要员参加,1897年、1898年、1899年的纪念大会都有亲王参加。在

1905年5月27日的日本海海战中,日本战胜俄国取得胜利,水交社遂将5月27日确定为另一个海

军纪念日。在1906年5月27日举行的日俄战争日本海军胜利纪念日第一次庆祝会上,以皇太子

为首的皇族前来参加[21]283-286。

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水交社彻底被烧毁,1928年水交社搬迁至芝区町,直到二战结束。
该组织在日本战败后一度解体,1954年作为旧海军将校的团体以“水交会”名称复活。

归纳起来,与玄洋社的行动逻辑稍有不同,水交社将活动集中在以下几项事业上:(1)举办各种

娱乐事业以供海军和家属欣赏,借此机会以求海军之间的和睦。(2)创立水交神社①以祈愿战胜、
安置战死者亡灵。(3)创办《水交社记事》宣传海军思想,出版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史论》,翻译

出版马汉的《海权论》等等,介绍海军理论和海军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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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交神社:1894年在水交社本部内创建的神社,接受从全国寄来的神符、护符以祈愿海军胜利,并用于祭奠海军战殁者的亡

灵。1928年随着水交社搬至芝区荣町。



水交社虽然没有用类似于暗杀、政变等过激手段来完成任务,但这一团体与玄洋社的共同之处

表现在对皇室的尊崇和对武士精神的继承上。玄洋社成立之初将“尊王”与“攘夷”结合起来,进而

鼓吹所谓的“亚洲主义”,使“源”与“流”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水交社在海军省的主持下与皇室紧

密结成一体化的存在是引人瞩目的。
(三)王师会的行动逻辑

与水交会不同,将玄洋社的暗杀、政变等行动方式彻底继承下来的海军右翼团体,应该属于王

师会了。这一团体之所以能够继承玄洋社所“设计好”的行动逻辑,可以说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

末30年代初的国内情势已经为其准备好了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民主思潮的影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高涨。为了抵抗这种潮流,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邀请日本主义者到校进行演讲。其中,大川周明与满川龟太郎都

在受邀之列。原本在大学时代就不断出入参谋本部的大川周明借机与许多青年将校交友。与此同

时,一批随皇太子裕仁亲王游历欧洲的青年将校感同身受地体会了德意法西斯的实际状况后,在已

经营造出来的“改造国家”的时代氛围中,决心取代山县系的军部势力。这批有皇族势力撑腰的青

年将校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改造国家的路途上越走越远。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际日本政府趁乱

将大杉荣夫妇杀害。同年12月对大杉荣报以同情的难波大助狙击皇太子裕仁的虎之门事件爆发,
这彻底激怒了裕仁,结果招致政府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残忍的打压。裕仁为了拥有绝对忠于自己的

亲信,在旧宫城气象台处建立了一个命名为大学寮的机构①,拉拢青年将校以及能教化青年将校的

人士。大学寮将陆海军的青年将校们连接起来,并在大川周明等人的思想教化下,成为法西斯右翼

的培养基地。陆军士官候补生以及青年将校通过西田税、海军将校等通过海军少佐藤井齐进入大

学寮学习。
最初在海军中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的藤井齐,1928年3月组建了海军右翼团体王师会,以配

合陆军右翼团体的行动和时代的风潮。起初的会员有铃木四郎、花房武藏、滨勇志、上出俊二、后藤

直秀、河本元中、福村利治和林正义等。在追溯这一团体的思想根源上,似乎又可看到玄洋社所发

挥的思想资源功能。王师会的纲领有以下五点:“遵守道义不畏惧,宜保有刚健、素朴、清净、雄大之

旧武士风格;爱抚锻炼部下,在国家危难之秋,宜挺身而出赴汤蹈火;破除日本海军一切弊风,使将

士觉醒奋起,宜使其成为世界最强之王师;宜奉天命完成明治维新,建设大乘日本;根据建国之大精

神建设大邦日本帝国;根据道义统一世界。”[22]80行动上在王师会的主导下,主要体现在以海军青年

将校发起的暗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②中。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对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及海军右翼团体行动逻辑的探讨,可以厘清进入20世纪30
年代后日本国家走向的相关问题,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日本右翼团体诞生的那一刻起,“天皇”就成了右翼们构筑思想理论的核心存在。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建国神话”源源不断提供的民族根源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玄洋社到关东国粹会

本部、国本社、神武会以及水交社和王师会,它们都是在秉承“建国精神”的前提下,进行“国家改造”
的。同一时期,世界的右翼活动给日本右翼运动的“合理存在”提供了外部依据。尤其是1932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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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学寮:前身是1921年由小尾晴敏、安冈正笃组建的“社会教育研究所”。1922年大川周明等人加入后,该组织为了对抗当

时的民主风潮,而大力宣传日本主义。当时的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积极参与该组织,给予前来就学的青年学生以激励和鼓舞。1923年

犹存社解散后,大川周明将居所搬入社会教育研究所,成为该机构的实际领导者。他受到牧野伸显的赏识,并在牧野的举荐下得到裕仁

的信任并出任“宫内学监”,1923年将机构改名为“大学寮”。此后,他与满川龟太郎、安冈正笃等向裕仁极力扶植的“巴登巴登集团”等青

年将校鼓吹日本主义、亚洲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海军参加者主要有: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三上卓、伊东龟城、大庭春雄、古贺忠一、村上功、村山格之、山岸宏等。



国出现的法西斯党的党纲第一条所明确提出的“对国王及国家绝对无条件忠诚”,与日本右翼的同

类主张遥相呼应。
第二,在行动方式上,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大隈重信首相的恐怖行动,成为范式化

存在。根据玄洋社社史的记载,来岛恒喜在霞关外务省大门附近对大隈重信投掷炸弹后,误导警察

使其向虎之门方向追凶。然后来岛举起右手向同伴示意暗杀成功,目视皇宫并进行三拜后,靠在外

务省大门的左侧石墙,掏出匕首割颈自杀[3]368i。此后,昭和年间的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军事政变

以及血盟团井上日召的“一人一杀”①都是对来岛恒喜实践活动的继承,进而外化为日本右翼的行

动逻辑。
第三,无论是陆军右翼团体还是海军右翼团体,在“改造国家”的问题上并无差异,为他们提供

理论的人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但差别在于北一辉的信奉者在军部的尉级军官及以下军人,而大

川周明的信奉者在佐级军官及以上军人。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北一辉在二二六事件后被杀,而大

川周明深得裕仁的信任受到重用。这也是在海军右翼分子参与的多数恐怖暗杀活动暴露后而没有

被追究的主要原因。不言而喻,裕仁及其身边的军部右翼分子是近代日本国家右转的关键。
此外,本论涉及的主题可以引发的连带思考有三点:(1)战后多样化的右翼团体、组织的成长,

是否仍然沿袭了战前右翼的某些特征? (2)那些右翼团体以“街宣车”形式进行的恐吓与谩骂之举,
是否就是战前右翼行动方式的翻版? (3)在东亚国际格局瞬息万变的时下,日本右翼对国策的助推

作用在多大意义上具有决定性? 在我国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

天,仍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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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词取义于佛经的“一杀多生”。井上日召与海军右翼分子藤井齐交往过密,曾经密谋由王师会与血盟团两股势力合作从事

暗杀活动。但由于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事端,藤井齐等海军前往上海,暗杀活动遂由井上日召的血盟团来进行。


